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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
———政治权利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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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提出的评论意见 , 本文再次澄清以
下问题 : 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是否适用于计划经济下的饥荒分析 ,
“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高积累是否减少了农民口粮消
费 , 大饥荒成因实证研究中的计量问题。最后 , 本文提出 , 发展一
个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饥荒理论 , 是深入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
饥荒问题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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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薛暮桥 (1984 ,第 90页) 。

在一个计划的制度中 , 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

———哈耶克 (1940 , 第 297页)

半个世纪前 , 中国在“大跃进”运动背景下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

的饥荒。“大跃进”饥荒是多重因素所致 , 这在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在诸多成

因中 , 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如何 , 人们仍众说纷纭。时任国家统计局及国家

计委领导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 1959年 6月反思“大跃进”运动的危

害时 , 精辟地分析了农民缺粮的原因 :“去年农民多吃了约 350亿斤 , 城市多

销了约 100亿斤 , 多留种子约 200 亿斤 , 因此今春农民吃粮供应比较往年更

加紧张。”1换言之 , 农民口粮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三 : 一是强制性公共食堂制

度 , 二是城市偏向的国家粮食高征购 , 三是人民公社集体高积累。公共食堂

制度及粮食高征购两个因素已得到较深入的研究 , 但集体高积累这一因素并

未引起足够重视。《“大跃进”运动与中国 1958—1961 年饥荒》 (以下简称

《饥荒》) 一文则尝试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 将集体高积累因素融入中国“大跃

进”饥荒成因的分析之中。

杨涛和范子英分别对《饥荒》一文提出了建设性评论意见 , 包括 : 森的食

物获取权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大跃进”饥荒 ; 集体高积累是否真的减少

了农民口粮消费 ; 实证研究中代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 如何理解具体制度背

后的政治激进主义对“大跃进”饥荒的作用。本文在回复上述评论意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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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提出从政治权利缺失视角理解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饥荒问题的新思路。

一、食物获取权缺失的两个维度 :

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

　　在森的开创性研究之前 , 人们对饥荒成因的认识停留在粮食总供给层面。

森基于 1943 年孟加拉大饥荒和 1974年埃塞俄比亚饥荒的研究提出食物获取

权理论 , 从而将饥荒成因研究扩展至分配领域 , 大大加深了人们对饥荒问题

的认识。根据森的《贫困与饥荒》, 不可否认的是 , 森对饥荒的分析是以市场

经济体制为背景的 , 其所定义的权利包括个人资源禀赋 (所有权组合) 和交

换权利映射 (为个人的每一资源禀赋组合规定他可以支配的商品组合集合的

函数) , 权利失败包括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 , 前者指可供自己消费的

粮食产量减少 , 后者指一个人通过贸易获得的粮食减少 , 即初始资源禀赋及

相对价格变化是权利失败的原因。2在森的语境下 , 直接权利失败并非范子英

所指的“ (农民) 对自己生产的粮食的处置权”的失败。例如 , 森举例说牧民

既食用自己的牲畜 , 也卖出牲畜换取粮食消费。3以此推理 , 如果牧民牲畜产

量下降 , 可供他直接消费的牲畜量减少 , 表现为直接权利失败 ; 由于牲畜产

量下降通过交换获得的粮食下降 , 表现为贸易权利失败。

2 森定义了职业组 j中每个人的最大食物权利 F j = qj p j/ p f ,或 F j = qj a j ,其中 a j 是职业组 j 的食物交
换比率 ( p j / p f ) ,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分别表现为 a j 和 q j 的下降。(阿马蒂亚·森 , 2001 ,第
62—69页)
3 阿马蒂亚·森 (2001 ,第 69页)。

的确 , 森的饥荒理论并没有完全忽视政治因素的作用。Sen (1983) 比较

了民族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国 , 认为缺乏自由新闻媒体和政治压力集团导致政

府未及时救灾是中国“大跃进”饥荒的成因 , 并指出权利研究必须超越纯粹

的经济因素 , 同时考虑政治制度安排。但森的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发展 , 政治

权利因素没有真正融入其分析框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大跃进”饥荒是农

民食物获取权的失败所致 , 问题的关键是 : 农民食物获取权的失败究竟是源

于经济因素还是政治因素 ? 森研究孟加拉大饥荒发现 ,“受灾最严重的职业组

是渔民、运输工人、稻谷脱皮者、农业工人、‘其他生产性职业’中的就业

者、工匠和城市工人 , 受灾最轻的是农民和收益分成佃农。” (森 , 2001 , 第

92页。) 然而 , 中国“大跃进”饥荒受灾最严重的恰恰是农民这一群体。如果

中国农民拥有支配和消费粮食的自主权 , 即使粮食大幅度减产也不至于发生

如此严重的饥荒 , 至少农民不会成为饥荒的主要受害者。《饥荒》一文证明 ,

在赶超战略和“大跃进”运动背景下 , 除了强制性的国家高征购及公共食堂

制度等因素之外 , 人民公社的集体高积累进一步减少了农民个体可消费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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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是“大跃进”饥荒的又一重要原因。可见 , 农民的食物获取权遭受国家和

集体两个层面的强制性剥夺。4

正如 Grada在其新著作中所说的那样 , 苏联、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

家历史上的饥荒恰恰是在宣称要根除贫困的情况下发生的 , 这不无讽刺意

味。5新中国“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政策 , 建国以来的一

系列集体化运动也已将农民个体之间的财产权利平均化 , 公共食堂制度又彻

底取消了私有财产。因此 , 按照经济权利分析框架 , 饥荒在农民内部的影响

应该是均等的。然而 ,“大跃进”饥荒的分布即使在同一个村庄内也存在显著

的阶层性 , 表现为干部与群众分布不均衡、不同政治成分群体分布不均衡。

4 范子英引用 Berstein (1984)的研究结果 ,认为“苏联提高征购率是有意而为之的 ,中国的征购率的提高
是由于对当时情形误判造成的 ,过高的征购率只是提高征购量一个未预料的结果”;从新近的研究结果来
看 ,这一结论值得商榷。1953年实施统购统销以来 ,中国农民“基本没吃饱过”(杨继绳 ,2008 , 第 831
页) 。由于国家征购粮食过多 ,1954年四川即爆发了 1949年以后的第二次饥荒 (只不过这次饥荒的严重
程度和范围比“大跃进”饥荒要小) ,李井泉以富农煽动闹粮为名予以镇压 (东夫 ,2009) 。因此 ,高征购并
不纯粹是浮夸风造成的 ,也并非对当时情形的误判造成 (1954年没有浮夸风) ,而是赶超战略背景下的一
种具有一定刚性的制度安排。另外 ,范子英认为苏联逼债也是中国粮食高征购多出口的原因之一。这一
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沈志华考察了 20世纪 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 ,提出“至于传闻中所说苏
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 ,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2002 ,第 93页)他却发现了 1961 年 3 月苏
联为缓解中国的饥荒提供援助的资料 (2002 ,第 86页)。实际上 ,中国提前还清债务 ,并不是苏联逼债 ,而
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的。(杨继绳 ,2008 ,第 594—595页。)
5 CormacóGráda , 20091 转引自 David Rieff (2009 , p146)。
6 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
7 杨继绳 (2008 ,第 51页) 。
8 杨继绳 (2008 ,第 272页)。

例如 , 在信阳事件中 , 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 , 五类分子6比

劳动群众死亡多。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 , 万围大队的生

产队干部死亡占 818 % (204 人 , 死亡 18 人) , 社员占 2617 % (1 515 人 , 死

亡 404人) ; 左围大队的干部死亡占 1118 % , 社员死亡占 15124 % ; 左围大队

贫农死亡人数占其总人数的 13 % , 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 31 %。7又如 ,

据安徽亳县典型调查 , 1960年 1—5月间 , 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 , 贫雇农占本

阶层的 28125 % , 中农占本阶层的 1215 % , 地主富农占本阶层的 44 %。8

既然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经济权利是无差异的 , 为何农村干部及其家

属、政治成分好的阶层更容易在饥荒中幸存 ? 显然 , 政治权利的差异是不同

群体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公共食堂将口粮强制性集体化 , 农村干部享有

支配农民口粮的特权。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 , 干部及其家属的多吃多占、贪

污腐化导致粮食分配不均 , 普通农民极可能因口粮严重不足而饿死 ; 政治成

分差的地主富农在粮食分配序列中又处于劣势 , 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错误而

被扣饭、体罚甚至殴打致死。

概言之 , 无论是从城乡之间还是村庄内部微观层面来看 , 中国的“大跃

进”饥荒是农民政治权利缺失而非经济权利失败所致 , 将政治权利因素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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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饥荒分析框架。

二、集体高积累是否减少农民口粮消费

如上所述 ,“大跃进”饥荒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但最直接的原因

则是明确且唯一的 , 即农民无法获得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粮食。如《饥荒》一

文图 1所示 , 农民口粮不足可能的原因有 : 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使“蛋糕”

变小 ; 国家高征购从农村转移了超额粮食 ; 人民公社提高集体积累挤占了农

民口粮 ; 公共食堂浪费及干部腐败减少了农民口粮。杨涛和范子英均对集体

提高积累挤占农民口粮提出了质疑。杨涛认为 , 《饥荒》一文无法解释 1960

年集体提留比例下降而当年饥馑状况未见显著好转 , 集体高提留对饥荒的影

响机制有待进一步分析 : 一方面高积累与抽调劳动力、体能高消耗工程之间

不存在因果关系 ; 另一方面 , 集体提高提留只会挤占农民的现金和其他分配 ,

不会直接消减口粮 ; 在存粮即将耗尽时 , 公社可以利用多提留的种子、饲料

和储备粮应急救灾 , 并不一定挤占消费。范子英主张大量的集体提留粮食主

要用于增加“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的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消费 , 并认为

“除此之外 , 很难找到集体提留的用途和原因”。

9 黄道霞等 (1992 ,第 507页) 。
10 农村产品被国家低价收购 ,因此集体现金收入有限。
11 国家统计局 (1980 ,第 4页) 。

的确 , 抽调农村劳动力、兴办体能消耗高的工程、集体高积累是农村“大

跃进”政策的共同后果。不过 , 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确实是为了兴办包括

水利和炼钢工程在内的扩大再生产活动而提高集体积累的。根据 1958年 8月

22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社积累和消费问题的指示》 (以下简称《指示》) ,

“迅速增加的公共积累 , 首先应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 , 增加基本建设 , 扩大再

生产。”9集体提留包括公积金和公益金两部分 , 公积金用于扩大再生产 , 公益

金用于兴办集体福利事业。“大跃进”运动期间 , 农村市场取消 , 集体收入主

要以实物 (粮食或经济作物) 形态存在 , 现金只占很少比例。10从粮食分配角

度看 , 集体提留包括种子、饲料粮、储备粮和其他用粮。种子用于来年农业

生产 , 饲料粮用于发展集体家畜家禽的养殖 , 储备粮用于农村备荒备灾、互

通有无 , 其他用粮为集体用于发展社办工业的资金来源。因此 , 集体增加提

留势必减少农民口粮消费。例如 , 农民人均收入从 1956年的 43元降至 1959

年的 3716元 (减少 514元) , 其中人均现金收入从 1016元降至 914元 (减少

112元) , 实物形式的收入减少 412元 , 占 78 %。11需指出的是 , 我国农村收益

分配主要集中在秋收以后 , 因此集体收益分配对粮食消费及人口死亡的影响

存在滞后效应。1959 年集体提留比重最高 , 以致 1960 年死亡率最高 ;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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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集体提留比率下降 , 是 1961年饥荒结束的原因之一。

表 1详细列出了农村集体各收入分配环节。农村集体总收入在扣除当年

各项费用 (主要是生产费用) 后的纯收入在国家税收、集体提留和社员之

间分配 , 集体提留以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为主。炼钢铁、修水利属于扩大

再生产活动 , 主要支出是劳动力的粮食补贴 , 作为生产费用列支 , 来源则

是此前各期的集体积累。12如表 1所示 , 农村集体生产费用从 1957年的 921 4

亿元增至 1958年的 1041 6 亿元 , 集体提留则从 1956 年的 121 4 亿元增至

221 6亿元 ; 1959年的春荒使农村“大跃进”有所退却 , 但夏天的庐山会议

再次掀起“大跃进”高潮 , 农村生产费用从 1959 年的 951 6 亿元增加至

1960年 991 3亿元 , 集体提留在 1959 年达到最高值。因此 , 在产量不变的

情况下 , 集体提留增加确实会减少农民在下一个分配年度前的口粮消费 ;

当集体积累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和粮食增产时 , 农民未来的口粮消费才可能

增加。然而 , 由于自然灾害及人为政策失误 , 粮食产量在 1959 —1961 年三

年间连续下滑。

12 1961年 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大队兴办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
的投资 ,应该从公积金内开支”(黄道霞等 ,1992 ,第 634页)。

表 1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 单位 :亿元

年　份 总收入
各项费用

合　计 #生产费用
纯收入

国家
税收

集体提留 社员分配

合　计 #公积金 #公益金 合　计 #现金

1956 3431 9 781 7 771 0 2651 2 331 8 1214 101 3 211 21910 541 1

1957 3671 5 971 3 921 4 2701 2 361 2 2216 181 0 416 21115 521 2

1958 4101 2 1091 3 1041 6 3001 9 391 0 4714 401 6 612 21415 531 0

1959 3841 0 1021 8 951 6 2811 2 381 4 4811 391 6 619 19417 481 7

1960 3671 7 1061 5 991 3 2611 2 361 4 1612 111 0 317 20816 511 5

1961 4121 3 1101 1 1011 0 3021 2 261 4 2810 171 3 812 24718 611 7

1962 4231 3 1191 6 1091 6 3031 7 271 5 2716 181 7 611 24816 601 9

1963 4401 5 1241 7 1151 7 3151 8 281 8 3019 221 7 617 25611 631 2

1964 4891 6 1411 4 1331 3 3481 2 331 2 4517 351 0 813 26913 661 2

1965 5311 7 1491 8 1331 2 3811 9 291 8 4715 341 9 716 30416 771 2

注 :总收入 - 各项费用 =纯收入 ,生产费用占各项费用 90 %以上 ;纯收入 =国家税收 +集体提留 +

社员分配 ;集体提留包括公积金和公益金 ;社员分配包括实物 (主要是粮食)和现金两部分。
数据来源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1983 ,第 510—511页) 。

据上引薛暮桥的估计 , 1958年我国农村多留了种子约 200 亿斤 , 仅此一

项集体提留就相当于当年农村留粮的 612 % , 相当于当年农村粮食消费量的

913 % , 无疑会减少农民 1959 年春口粮消费。当然 , 在正常情况下 , 在农民

口粮不足时公社将利用多提留的种子、饲料粮和储备粮应急救灾 , 从而缓解

饥荒。不过 ,“大跃进”运动时期的国家和集体本位主义思想使这一本能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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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机制基本失效 , 以致出现了农民饿死在堆满粮食的仓库边上的怪象。13因此 ,

集体高积累的确减少了农民口粮消费。

如表 2所示 , 在饥荒最为严重的四川省 ,“大跃进”时期大幅度提高集体

提留 , 其后集体提留显著下降帮助农民摆脱饥荒。从 1961—1963年 , 四川绵

阳地区农村粮食分配中集体提留的比重从 2015 %降至 1715 %、1314 %。其

中 , 种子比重从 1215 %分别降至 1018 %、912 % , 饲料粮比重从 416 %降至

314 %、212 % , 储备粮比重从 213 %降至 116 %、115 % , 其他用粮比重 1961

年为 111 % , 1962 年略增至 117 % , 1963 年降至 016 %。社员分粮比重则从

4711 %增至 6014 %、6212 % , 社员人均分粮从 225 斤升至 335 斤、377 斤。14

可见 , 减少集体提留比重及总量有效增加了农民口粮消费 , 反之亦然。

13 例如 ,在 1960年信阳事件中 ,信阳共有 40亿斤的粮食库存 ,但政府未及时开仓放粮导致农村人口大规
模死亡 ,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 ,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 ,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杨继绳 ,2008 ,第 54页。)
1960年冬 ,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每天降为 4 两 (16进位 ,相当于 10 进位的 215 两) ,省委负责人提出
“吃四两是马列主义 ,超过四两的是非马列主义”。张家口市蔚县为了模范执行省委指示 ,做一个“真马列
主义者”,将农民口粮标准再压低一两 ,规定每天定量为 3两 ,导致蔚县死亡人口迅速增加。唯独该县东
城公社书记武万升秘密召开大队书记会议并决定 :从公社掌握的粮食储备中给全社每人分 10斤粮食 ,增
产队可以分 15斤。为此 ,武万升做好了丢官的准备。1960 年冬 ,张家口地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牲口
度荒 ,市委书记胡开明请示省委领导刘子厚 ,刘子厚不敢决策直至亲自请示毛泽东并得到毛应允后才敢
杀牲口救荒。(杨继绳 ,2008 ,第 494—495页。)可见 ,在大饥荒时期 ,集体提留作为一种集体财产受到严
格保护 ,擅自挪用救灾者将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以致开仓放粮这一公共赈灾救济机制失效 ,农民有粮却不
能吃。从这个角度看 ,范子英引用的 Berstein (1984)对饥荒的解释———“一些人为或者自然的因素导致
粮食产量下降 ,同时粮食储备又不足以抵消风险 ,于是饥荒便发生了”,也是不可信的。问题的关键不在
于粮食储备不足 ,而在于救灾机制失效。
14 当然 ,1962—1963年的粮食增产对增加农民口粮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15 黄道霞等 (1992 ,第 507页) 。

表 2　1961—1963年四川省绵阳地区农村人民公社粮食分配比例

年　份
分配项目

1961 1962 1963

比例 ( %) 人均 (斤) 比例 ( %) 人均 (斤) 比例 ( %) 人均 (斤)

粮食分配总数 100 　 47416 100 　 55415 100 　 6061 4

征购 3211 152 2210 122 241 4 148

集体提留 2015 9714 1715 9713 131 4 811 4

　种子 1215 5912 1018 6010 91 2 551 5

　饲料 416 2119 314 1817 21 2 131 6

　储备粮 213 1111 116 910 11 5 81 6

　其他用粮 111 513 117 916 01 6 31 4

社员分粮 4714 225 6014 335 621 2 377

数据来源 :绵阳地区农业局 (1976 ,第 114—138页)。

实际上 , 农村集体积累政策在饥荒前后发生明显转变。1958 年 8月《指

示》要求“尽多地积累一些”15 , 导致 1958—1959年集体提留占人民公社基本

核算单位纯收入的比例高达 1518 %、1711 %。为缓解饥荒 , 1961年 3月《农

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规定“生产大队扣留的公积金和公益金一般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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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大队可分配收入的 5 %左右”。16这种政策的调整 , 说明集体提留的确影响

了农民生活 , 以致社员将集体公积金和公益金提留称为“二公粮”17 , 其作用

与国家税收相似。如图 1 所示 , 在“大跃进”运动时期 , 农民年度的粮食生

产收入如一个带有可移动漏口和木栓的水桶 , 产量高低决定了木桶最高水位 ,

国家税收、国家统购18、集体提留、公共食堂是水桶由上至下的四个漏出口 ,

国家和集体通过调节漏口和木栓的位置决定国家征购及集体提留在收入分配

中的比例 , 粮食总产出在漏出国家征购及集体提留之后的余额才是农民名义

的口粮消费 , 公共食堂制度又使得农民口粮消费实际量远低于名义量。换言

之 , 在集权体制下 , 农民个体的食物获取权排在国家和集体之后 , “大跃进”

运动中集体高积累挤占农民口粮消费是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16 在 1961年 6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第二十五条规定生产大队扣留的公积金控制在
大队可分配的总收入的 5 %以内 ,公益金扣留比例 3 %—5 %(黄道霞等 ,1992 ,第 634、643页)。
17 新逸 (2005 ,第 54页) 。
18 国家统购对农民集体而言本是一项收入 ,但由于统购价格过低 ,实质上构成了一项净漏出。

图 1　“大跃进”饥荒中农村粮食分配机制

三、实证研究的问题及方向

如上所述 , “大跃进”饥荒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 由于缺乏完整的数

据 , 确定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成为大饥荒研究的难点。表 3 总结了国内外关

于“大跃进”饥荒成因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变量及结果。Yang (1996 ,

pp1 59—64) 以 1959年各地区党员人口密度作为代理变量 , 分析政治激进主

义对公共食堂参与率及人口死亡率的实际影响。Chang and Wen (1997) 以

1959年各地区公共食堂参与率与累积的过度死亡率做相关性分析。Lin and

Yang (2000) 用乡村人口比例作为代理变量检验了城市偏向假说。Kung and

Lin (2003) 在模型中同时引入地区解放时间、公共食堂参与率、党员人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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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发现以地区解放时间衡量的高消耗工程对饥荒有显著作用。曹树基

(2005) 发现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与“大跃进”时期地区死亡率之间负相关。范

子英和孟令杰 (2006 , 2007) 以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人均农地资源禀赋作为

代理变量对其缺粮区偏向假说进行实证研究。

表 3　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实证研究概况

作　者 假　说 关键变量和指标 数据和样本 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

Dali Yang ,
1996

政治激进
主义

地区共产党员人口比 DPM ,人
均国民收入 N IPE

25个省 1956年 DPM
和 1957年 NIPE

简单线性回
归

DPM与饥荒严重程度
成反比 ,N IPE不显著

Chang and
Wen , 1997

公共食堂
制度

公共食堂参与率 D HPR 1959 年 25 个省公
共食堂参与率与非
正常死亡率

简单线性回
归

公共食堂参与率与非正
常死亡率显著正相关

Lin and
Yang , 2000

城市偏向 以地区农村人口比例衡量城市
偏向政策 ,以两年移动平均人
均粮食产量衡量 FAD

28 个 省 级 地 区
1954—1966年数据

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

城市偏向政策比 FAD
对饥荒的影响更大

Kung and
Lin , 2003

政治激进
主义

以地区粮食净征购率、农村人
口比例控制城市偏向 ,以地区
党员密度 PMD、公共食堂参与
率 M HPR、解放时间 TOL 衡量
激进政策执行

21 个 省 级 地 区
1958—1961年数据

单向固定效
应模型

TOL 显著影响地区死
亡率 , PMD、M HPR 不
显著

曹树基 ,
2005

历史记忆
说

1851—1875 年和 1959—1961
年分府死亡人口比率

以清代“府”级为分
析单位 ,涉及 18 省
248府

简单相关性
分析

百年间地区死亡率负相
关

范子英和孟
令杰 ,2006

缺粮区划
分

以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
IP、人均播种面积 CPP衡量新
缺粮区和传统缺粮区、农业人
口比重 U P衡量城市偏向

28 个 省 级 地 区
1954—1966年数据

Probit 模型
和双向固定
效应模型

IP显著降低地区死亡
率 ,未发现 U P 对地区
死亡率差异有显著影响

范子英和孟
令杰 ,2007

缺粮区划
分

以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
IP、人均耕地面积 POP、城镇人
口比重 U P、粮食征购后人均拥
有的粮食数量 CCP

江苏 省 55 个 县
1954—1977年的数
据

双向固定效
应

IP、POP、CCP对地区死
亡率的影响不稳定 ,U P
对地区死亡率显著影响
但绝对量较小

注 :本表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在现有实证研究中 , Kung and Lin (2003) 、曹树基 (2005) 所使用的变

量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Kung and Lin的模型以地区解放时间先后排序

作为政治激进主义的代理变量 , 符合计量分析外生性要求。地区解放时间对

于大饥荒死亡率而言是外生给定的 , 但由于后解放的地区南下干部为表示对

中央的忠诚而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 , 从而跟政治激进有关。曹树基使用的太

平天国时期地区累计死亡率对于“大跃进”饥荒人口死亡而言也是外生给定

的 , 且由于百年前经历过严重灾荒的地区存在“历史记忆”而尽量避免粮食

高征购 , 所以与“大跃进”饥荒人口死亡率负相关。因此 , 解放时间、地区

饥荒史均可以作为广义政治激进主义的工具变量。但这类变量是截面数据 ,

没有反映时序变化的信息。19

19 令人疑惑的是 ,解放时间作为截面变量在 Kung和 Lin的固定效应模型中应该被舍弃掉 ,但文章报告
了该变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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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所使用的变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内生性问题。Dali Yang使用的

1959年地区党员人口密度与解放时间变量本应有异曲同工之妙 , 因为一般来说

老解放区党员人口密度较高 , 但 1959年的数据掺杂了太多饥荒的因素。例如 ,

如果农村党员享有食物获取优先权 , 那么党员密度高的地区死亡率较低。公共

食堂参与率、乡村人口比例、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等变量均可能是政府政策选择

的结果 : 政治越激进的地区 , 公共食堂参与率越高以显示拥护社会主义道路 ,

城镇人口增加越迅速以加快城市化 , 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越多以支持工业化。

《饥荒》一文分别以灌溉面积比例、集体工业产值和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

作为集体积累的代理变量 , 可能存在类似问题 ; 而且前两者也是衡量激进主

义和高强度劳动体能消耗的变量 ( Yang , 2010) 。《饥荒》一文的模型中引入

了诸多控制变量 ,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 其研究意义有二 :

第一 , 文章在数据收集和处理上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推进了一步。例如 , 我们

在衡量 FAD因素时考虑了粮食库存及省际调拨的影响 , 并将粮食计算口径统

一为贸易粮 ; 以农村返销粮准确度量了缺粮区偏向因素。第二 , 集体高积累

对饥荒的影响包括生产效应、健康效应和分配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 , 《饥

荒》一文扩展了 Kung and Lin (2003) 的研究 , 突出分析了集体积累的分配

效应。如何定量分析这三种效应是研究的难点。Li and Yang (2005) 已研究

了“大跃进”运动的农业资源转移对生产的影响 , 如何进一步区分健康效应

和分配效应对饥荒的作用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20 柳随年 (1982 ,第 11—12页)。
21 例如 ,粮食征购率从 1959年的 3917 %降至 1961年的 2714 %、1962年的 231 8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
1983 ,第 342页) ,集体提留比例从 1959 年最高值的 171 11 %降至 1960 年的 612 % (刘愿 ,2010 ,表 1)。
1961年 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明确了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
1961年 6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明确解散公共食堂。调整后的社队数量增加、规模
减少 ,农村普遍实行了粮食分到户的办法 ,公共食堂正式解散 ,见 1961年 9月 6日《毛泽东对〈各地贯彻
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的批示〉》。(黄道霞等 ,1992 ,第 647页。)
22 饥荒结束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达尔文效应 ,而是人口过度死亡后的政策调整。具体见文贯中和刘愿在
《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实证研究的内生性问题还有一个未引起注意的方面 , 即饥荒因果关系存

在联立性。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一系列激进政策对人口死亡的影响 , 实际上 ,

饥荒反过来对政策调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事实

面前 ,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在 1961年春开始调整政策 : 在城市减

少城镇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 ,20在农村降低粮食征购、

减少集体提留、加强对农业的支援、解散公共食堂、缩小农村经济基本核算

单位等。21在饥荒后期 , 一般来说 , 人口死亡越严重的地区政策调整也越迅速、

越彻底 , 该地区饥荒结束得也越早。22因此 , 激进政策与人口死亡互为因果关

系 , 要准确衡量各因素对饥荒的作用必须考虑这种联立性问题 , 这是未来计

量研究的另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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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跳出具体政策看“大跃进”饥荒
———饥荒理论的政治权利视角

既然饥荒成因是多方面的 ,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大跃进”饥荒的作用

便成为研究的重点。范子英指出了这种综合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 , 认为“简

单将这些解释糅合在一起则会更加混淆 , 以此来判断各解释的重要性则可能

是错误的”。考虑到各项激进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 这一担心不无道理。不

过 , 各项激进政策对饥荒的作用机制是有所差异的 , 在政治激进主义的大背

景下综合考察各项具体政策对饥荒的作用机制及其相对重要性 , 具有现实可

行性和重要意义。尤其是 , 透过这些激进政策探讨其根源至关重要。根据森

(2001 , 第 55页) 的定义 , 饥荒是“食物消费水平的突然大幅度下降”引起

的。问题是 , 为何饥荒受害者的食物消费水平突然大幅度下降了 ? 综合现有

的研究 , 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是 : 在粮食减产的背景下 (尤其是 1959—

1961年) , 国家通过高征购和集体通过高积累减少了农民名义上可支配的粮

食 , 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的一系列恶果又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实际消费的口粮。

正如两位评论人指出的那样 , 无论是国家高征购、集体高积累 , 还是强

制性公共食堂制度 , 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政治激进主义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在

集权体制下 , 普通农民因政治权利缺失 , 其食物获取权遭受国家、集体和乡

村特权阶层的剥夺 , 导致“大跃进”饥荒的发生。虽然饥荒研究已经发展了

丰富的概念框架和完善了有关实证研究 , 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饥荒的理解

仍然是相当初步的。23回顾历史 ,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饥荒发生频率最高、影

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人口死亡最多。24因此 , 饥荒在集权体制与分权

体制下的发生机制有所区别。

23 Ravallion (1997) ;OπGrada (2007) 。
24 在社会主义国家 90年的历史中共发生了 6次大规模的饥荒 ,平均每 15 年就爆发一次饥荒 :苏联先后
爆发了三次饥荒 (1921—1922 ,1932—1933 ,1946—1947) ,中国“大跃进”饥荒先后持续了四年 (1958—
1961)并肆虐全中国 ,朝鲜在 1995—1997年爆发严重饥荒 ,十年后又再次面临饥荒的威胁。
25 Oskar Lange (1936 , 1937)1
26 哈耶克 (1940 ,第 293、297—298页)。

在 20世纪初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辩论中 , 兰格的市场社会

主义模型以中央计划机构的偏好取代个人自由选择来解决社会选择问题。25哈

耶克敏锐地指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根本问题 , 即中央计划机构

指导活动必然侵犯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哈耶克认为 , 在一个计划的制度下 ,

所有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 , 计划经济要求社会成员就各种不同需求的

相对重要性达成广泛共识 , 而计划当局只得通过使用强力和宣传这类手段来

促使人们达成这种共识并且强行实施一种共同的价值序列。26新中国在匆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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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后就迅速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 赶超和优先

发展重工业即成为“大跃进”时期中央计划机构要强行实施的价值序列 , 人

民尤其是农民的吃饭权被强制置于工业化目标之下 , 其政治权利系统性的缺

失最终演化成一场严重灾难。

27 斯大林将农民抵制交粮的行为视为一场由农民发起反抗苏联统治的战争。但正如 Dalrymple (1964 ,
pp1 250—284)所说的那样 ,特别奇怪的是 ,在这种战争中农民唯一的武器是消极的对抗。
28 朝鲜“主体思想”(J uche)最早由金日成于 1955年底在反对苏联的去斯大林政策时提出 ,在 20世纪 60
年代中苏分裂的政治压力下逐渐演化成朝鲜国家意识形态。1965年 4月金日成进一步提出“主体思想”
的三个原则 :政治独立、经济自给、国防自卫。1982年金正日《关于主体思想》一文赋予“主体思想”明确
含义并将之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 ,1996年金正日将“军事优先”政策融入“主体思想”中。

苏联和朝鲜历史上饥荒发生的根源与“大跃进”饥荒相似。例如 , 1932—

1934年苏联乌克兰大饥荒也是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背景下发生

的 , 国家粮食高征购如“铁扫帚” (iron broom) 般过度搜刮了农民的口粮 , 政

府隐瞒甚至否认饥荒的事实并拒绝接受国际机构的粮食援助 , 最终导致约 500万

人口死亡。27朝鲜两次饥荒的一个基本事实是 , 在朝鲜人民忍饥挨饿之际 , 朝鲜的

军事实力尤其是导弹及核武器技术却突飞猛进 , 以致 Stephan Haggard (2008) 在

分析朝鲜饥荒时不无讽刺意味的说“让朝鲜人民以‘主体思想’为食吧”。28因此 ,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饥荒发生机制相似 , 发展一个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饥荒理

论 , 是深入理解集权体制下的饥荒现象的钥匙 , 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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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Theory on the Causes of Chinaπs Great Leap
Famine : An Argument on Political Rights

YUAN L IU

( S out h Chi na N orm al Universi t y )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Yang and Fanπs comments , we re2clarify the following ques2
tions : Is Senπs famine theory applicable to the famines in planning economy ?Did the excessive

collective accumulation of peopleπs commune during great leap forward decrease the peasant sπ

food rationing ? How to empirically measur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famineπs causes ? Final2
ly , we suggest that it is the key to develop a famine theory incorporated with political right s

to understand the famines in planning economy1
JEL Classif ication　I38 , N55 , Q18


